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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非统一性 

孟  强 

（浙江大学哲学系，浙江杭州 310028） 

摘  要：哲学家们长久以来一直试图实现科学的统一，试图为人类的知识寻找体系化的途径。但是，这样的做

法在当代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因为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表明科学是异质性的、非统一性的、地方性的。然

而，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不可通约性，真实的情况是科学虽然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还原论色彩的整体，

但是不同的科学文化之间依然是可以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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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久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知识的统一，为人类的知识寻找体系化的途径。在他们看来，知识的

离散状态以及诸学科之间的孤立和封闭是不可容忍的，甚至是有害的。为此，这些人试图从方法论、知识论和

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来为科学的统一性辩护。但是，这样的辩护在当代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因为科学的实际发

展历程表明科学是异质性的、非统一性的、地方性的。不仅不同的学科之间无法统一，甚至同一个学科在不同

的发展阶段也是不连续的。然而，非统一性概念并不意味着不可通约性，也不意味着知识之间的交流以及跨学

科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是科学虽然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还原论色彩的整体，但是具有不同学科和知

识背景的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依然是可能的。 

 

一 

 

    首先明确提出科学的统一性纲领的无疑是维也纳学派。在卡尔纳普等人看来，我们无法放任知识门类之间

的无序和混乱，这样的状态只能表明科学是不成熟的。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不同的知识和学科之间应该具有严密

的逻辑关系和严谨的结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是必要的，但是某种程度的还原主义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实现统一性的途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有三种途径：方法论、知识论和本体论。许多人认为，获得

知识的方法可以为统一性提供保证，只要采取科学的方法，那么不同的知识之间就有可能相互通约。但问题是

存在这样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吗？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方法，波普尔的猜想-反驳方法无疑影响巨

大，但是这些方案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抛弃了。人们之所以抛弃这些方法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

论缺陷，而是因为它们太过理想化，与科学史不符。如果深入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就像科学史家所做的那

样，那么存在的仅仅是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以及背景假设相关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哲学家所梦想的那

种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总之，“方法论策略和方法论标准因学科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它们明显处于演

进之中，并且对应于活动的经验条件（主题域）以及研究者的兴趣”。[1]  

    还有人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出发来为科学的统一性辩护，即从科学的内容着眼，这种策略在维也纳学派那

里最明显。科学的统一首先要求语言的统一，能够担此重任的当数物理语言。物理语言一方面是主体间有效

的，对于任何使用者来说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普适的，适用于所有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物理主

义”。[2]更极端的观点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被还原成物理学，因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基本粒子的性质和规

律，所有其他类型的知识最终都可以从物理知识中推导出来。这里的逻辑错误在于试图用本体论的还原论来支

持知识论的还原论。人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

（且不说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可以被还原成物理学。用分子、原子的运动规律可以解释自杀等社会行为吗？

也就是说，物理知识对于解释社会行为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寻求科学的统一性明显步履

维艰，甚至会得出荒谬的结果。 



    第三种策略是从本体论出发，它与知识论策略是相互联系的。前文已经讲到，即使这个世界遵循还原主义

模式，这也不必然意味着科学是统一的。我们把握了基本粒子的性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解释动物的行为习

性和模式。甚至在杜普里（John Dupré）看来，这个世界并不遵循还原论模式，从本体论上说是无序的

（disorder），混杂的。比如，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由基本粒子组成的肉体，一个具有如此这般的生物学结

构的哺乳动物，一位教师，如此等等。在杜普里看来，我们不能认为教师的文化身份可以还原成生物学范畴，

而生物学范畴可以还原成粒子物理学，教师、粒子和遗传基因是同等实在的，这就是所谓的“混杂实在论”

（promiscuous realism）。这样的实在论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任何系统化的、普遍性的潜在真理的假设，我

们不仅应该抛弃当代的唯物主义或者物理主义的特定形式，而且任何给出统一化的科学描述的企图都变得可疑

了”。[3] 

 

二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方法论、知识论还是本体论的角度，为科学的统一性进行辩护都是成问题的。但

是，可能会有人提出，这些策略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他策略是不可能的，当前科学的非统一性状态也许仅仅意

味着科学是不成熟的。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从原则上反驳科学统一性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做到这一

点呢？也许这涉及到对科学的理解。 

    我们知道，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改变了科学的形象。在库恩看来，以往的科学哲学试图从理

想性的角度为科学知识的有效性辩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是如此。它们把科学

看作是一组抽象的命题集合，一堆既成的理论教条。库恩认为，我们必须历史地、动态地去考察科学，所以他

说，“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

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 [4]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具体地、历史地描述科

学的实际发展过程，把科学置于具体的情境中来加以考察。库恩之后的科学论学者秉承了这条思路，从社会

学、人类学、科学史等角度来考察科学家实际上是如何活动的，实际参与科学的有哪些要素，事实是如何被建

构起来的。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对高能物理学的人类学研究，拉图尔、沃尔伽和塞蒂娜的实验室研

究，卡龙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等不一而足。这类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科学是情境依赖和文

化依赖的，不仅它的构成是异质性的，而且理论、概念、假设、实验程序乃至知识产品都受制于社会文化条

件，离开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研究科学及其逻辑和概念结构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如果从情境化和地方化的科学观来审视统一性论题的话，那么必然的结论是统一性的科学论题是不可能

的。情境化意味着无论是科学方法、理论、实验、概念和程序等等，都必然要在具体的情境中获得意义。正如

维特根斯坦所说，词的意义在于用法，随着情境的改变，理论、方法、实验仪器、概念等等都在发生着变化。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改变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经典力学以

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无法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体系还原到经典力学的框架中，

后者也无法完全在相对论的框架中得到同化。所以，库恩甚至试图用“科学革命”来进行解释。从文化的角度

说，即使是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科学实践也会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特拉维克对美国和日本的高能物理学

群体的人类学研究中认为，美国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在教学、小组与实验室组织、领导风格、传统以及历史观等

方面存在文化差异。比如，日本的工作小组遵循“家庭模式”，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保持家庭及其资源的原貌，

成员的地位取决于年龄而不是竞争。而美国的研究小组更像一个运动队，小组领导更像一个教练，球队只有在

“比赛”中积累更好的成绩才能生存下去。[5]从横向的角度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实

验程序、组织方式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即使物理学本身也是由不同的子文化构成的，比如理论

文化、实验文化等等。总之，“科学研究实践及其产品和规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它们在不同的学科之

间，甚至在同一个学科之内也有很大的不同”。[6]那种试图从统一性、本质主义和还原论的角度来解释科学的

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上述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差异仅仅是外在的差异，似乎在知识论上并不构

成对统一性的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接受当代科学论的理念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认为，“外在”与“内在”的

区分是传统哲学的偏见，是对科学的扭曲。对知识的考察离不开对知识生产条件的考察；反过来说，知识生产

条件的差异势必会造成知识本身的差异。科学知识与科学实践的地方性和情境性，意味着从逻辑实证主义开始

的统一科学运动必然会失败。 

 

三 

 

    在批判了科学的统一性论题，并接受了科学的情境性和地方性之后，我们只能认为，科学是非统一性的、

不连续的、异质性的、甚至是断裂的。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难题是，处于不同情境中的学科或子

学科之间是如何相互交流的呢？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不可通约性”曾经产生出科学的合理性

危机，而当代的科学论在“科学大战”中也被指责为是一种可怕的相对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非理性主义和主

观主义。显然，如果对于不同的文化、社会和范式的科学家来说，交流是不可能的，那么极端相对主义就是不

可避免的。然而，科学的非统一性并不意味着诸学科之间以及不同的研究群体之间无法交流，他们的语言相互

无法理解，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为避免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 

    盖里森（Peter Galison）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提出，交易区（trading zone）这个概念可以避免科学的非统

一性所可能导致的不可通约性。在盖里森看来，20世纪的物理学是由许多子传统所构成的，在这些传统中，工

作方式、证明模式和本体论承诺都是不同的，甚至物理学家共同体本身也不是同质的。但是物理学的非统一性



并不意味着各个子文化是没有联系的碎片，这些传统可以在非同质的前提下相互协调，相互交流。[7]对此，我

们可以用案例研究来给出具体的说明。 

    在20世纪，物理学中存在理论、实验和仪器等不同的子文化。这些文化彼此不同，但是相互之间可以“交

易”，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差异很大，但是依然能够共享某些活动。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

雷达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了。参与这个实验室的人不仅有理论物理学家，而且还有实验人员和工程师，

其中施温格（Schwinger，美国物理学家, 曾获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施温格

的研究小组的任务是为微波网提供一个实用的、总体的描述。为此，他在同事的协助下试图从麦克斯韦方程开

始，为工程师提供计算的规则。但是，为此目的，施温格不得不放弃物理学家们抽象的电磁理论，不得不为电

学工程提供一个实用的类比性的微波概念，即模仿电子元件的相关性质的“等效电路”（equivalent 

circuit）。在电学工程师们那里，等效电路是一项古老的技术，它对某些系统（比如扩音器）的处理不是从其

真正的电学、力学或电力学性质着手的，而是把它们当作是一个由单纯的电子元件组成的电路。这样，扩音器

产生声音的复杂的物理学过程变成了一个黑箱，在计算中被等效电子元件替代了。采用等效电路满足了采用常

规的工程学方式进行场计算（field calculation）的需要，这样工程师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中得到实用的信息。

理论物理学家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专业术语简化了，这样就可以把场论语言和工程师们的等效电路语言很

好地联系起来。[8]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理论物理学家们修改理论、为微波发明电力等效电路从而解决新问题的做法是一个

完全的翻译过程。这些物理学家的活动及其结果既不是他们先前纯理论活动的一部分，也不纯粹是工程意义上

的实践。这些活动及其结果处于理论文化与工程文化的结合处，它们既不属于理论范畴也不属于工程范畴。用

盖里森的话说，麻省理工学院的雷达实验室构成了一个交易区。在这个地方，不同的子文化之间相互交汇了，

来自不同文化的概念、方法、程序和仪器在这里获得了新的意义。盖里森在这里做了一个类比，正如人类学家

对不同部落文化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语言既不是单个部落的特定语言，也不能被还原成

某个部落的方言，而是一种混杂语言（pidgin）。交易区正如同混杂语言一样，它不仅是不同的科学文化之间

碰撞的结果，而且是它们交流和沟通的途径，“完全不同的活动在这里可以地方性地而不是普遍地相互协

调”。[9]总之，在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语言，在缺乏科学的统一性的情况下，来自不同科学文化的活动和信念依

然可以相互协调、相互交流。 

 

四 

 

    那么，这样一种非统一的、相互嵌入的科学观是否会削弱科学的力量呢？盖里森认为不会，他举了一个例

子试图论证这一点。长久以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对于无序（disorder）不怎么喜欢，他们偏爱晶体而不是

无序的材料，偏爱纯物质而不是相互层叠而成的物质。但是，这样的看法不久前发生了变化。他们发现，正是

因为这些物质的有序性才导致它们在某些方面的失败。在电子学中，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半导体而不是晶

体。这种材料没有严密的晶体结构，其原子分布是无序的，正是这种无序性才赋予了半导体以某种力量。如果

没有这种无序的半导体，那么电子产业能否如此兴旺就要打上问号了。 

    皮尔士和维特根斯坦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比喻。皮尔士认为，我们应该信任论证的多样性和多重性，而不要

相信任何一个论证的终极性。推理并不构成一个链条，因为这样的话推理的效力不会比这个链条的最弱一环更

强；推理类似于一条绳子，这条绳子的强度在于各个纤维之间相互连接、相互嵌套，虽然单个纤维可能弱不禁

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道，“我们把数的概念加以扩展就如同在纺绳时把一些纤维绕在另一些纤

维上一样。绳子的强度并非在于有一根贯穿于绳的全长的纤维，而在于许多纤维相互重叠。”[10]  

    上述比喻提醒我们，科学的非统一性也许并不会削弱科学的力量，不会把科学推向混乱和孱弱的边缘。以

往的思想家们试图从科学的本质出发来为科学的效力辩护，比如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

科学正确地表象了实在。但是，抛弃了统一性的、本质主义的科学理想，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解释科学的效

力。在盖里森看来，正是科学共同体的无序（相互层叠，层与层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正是科学的非

统一性（不同的论证模式相互嵌入），才赋予科学以力量和连贯性。[11]不同的子文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重

叠，它们类似于构成一条绳子的纤维，虽然有些子文化可能是易变的、乏力的，但是由它们所构成的科学却可

能是强有力的。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承认上述论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样的嵌入方式和层叠方

式能赋予科学以最强的力量和最大程度的连贯性呢？绳子并不是纤维的散乱组织，墙虽然是由各个独立的砖块

垒起来的，但是这些砖块却具有一定的结构。然而，如果我们试图从总体上给出一种最优的关联模式，那么显

然就有可能退回到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性理想之中。但是，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不合法的，因为何谓“最优”不

是一个超越于情境的问题，它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实质性的含义，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词的意义在

于用法。同样，“最强”和“最大程度”这类词我们也要如此看待，这些词的含义本身就是非统一性的。因

此，盖里森的论证方式从总体上看是有效的，虽然具体的论证细节需要进一步展开。 

 

五 

 

    20世纪的科学哲学既见证了统一科学运动的衰落，也见证了相对主义的肆虐。许多科学哲学家们在吸收了

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家们的成果之后，纷纷抛弃了统一科学的理想。无论是从历史的发展，还是从当前的知识

发展状态来看，科学的统一性理想都显得那么的可疑，本质主义、还原主义之类的词汇甚至变成了贬义词。但



是，在抛弃了传统理想之后，在接受非统一性的科学观之后，许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库恩的范式的“不

可通约性”，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口号，某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的极端相对主义，所有诸如此类的

思潮似乎都在把科学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无怪乎众多的自然科学家奋起反抗，无怪乎会爆发大规模的“科学

大战”。 

    但是，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理想，还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对主义，似乎都没有看到，现实的

科学虽然是断裂的、不连续的、异质性的、杂乱的，但是各个知识门类和学科之间，同一个学科的不同子文化

和子群体之间依然在交流着，在相互理解着，正如盖里森的交易区概念所表明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的错误在

于，理性重构未能关注实际的科学发展过程和细节；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在于片面地强调理论、语言、生活形

式等方面的不可通约性，未能看到不同的科学文化或子文化之间实际上确实有沟通的可能性，所以盖里森说

道，“框架之间总体上断裂的科学图景对我而言甚至更像个幻想”。[12]这样的交流和理解虽然存在障碍，虽

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却是对极端相对主义的一个有力反驳。因此，我们在抛弃统一性论题和本质主义的科

学概念之后，无需投入“不可通约性”之类的相对主义的怀抱。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后续的研

究相信道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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